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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及景观生态风险预测
———以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邹珮雯，徐　 昉∗

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自然保护区生态风险评价与预测对区域自然资源保护及规划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以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

例，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基于景观生态风险指数（ＥＲＩ）评价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结合最小累积阻力模

型（ＭＣＲ）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并借助斑块生成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ＰＬＵＳ）模拟 ２０３０—２０５０ 年土地利用及景观生态风险演

变状况，对研究区的风险管控与格局优化提出相应策略与措施。 结果表明：（１）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呈北低南高的空间分布特

征，以较低风险区为主，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２）重要生态功能“点”———５６ 处生态源地、４９ 个

生态节点，“轴”———１４４ 条生态廊道，“面”———生态保育区、生态过渡区、合理利用区等 ３ 个生态功能区，共同构成了研究区的生

态安全格局；（３）２０３０—２０５０ 年研究区主要以较低风险区为主，呈现北低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时空演变上看，２０２０—２０５０ 年赛

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呈下降趋势。 研究成果可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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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自然保护区生态

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稳定性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提高区域生态服务水平具有显著作用［１—２］。 随着人类活动不

断加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凸显，结合自然保护区自身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自然保护区面临着自然资源保

护和开发协调统一的问题。 人类活动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影响着景观格局和生态过程的变化，通过构建景观

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分析景观生态风险时空特征，能够直观地表达出人类活动因素所产生的风险影响。 构建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提高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的重要策略与关键环节，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进行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有重要意义。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反映了在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下，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

的负面后果［３］。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学者最先将景观生态学与区域生态风险评价融合，将景观作为评价对

象，评估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产生危害的风险程度［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景观生态学与计

量地理学交叉融合下，国内外学者针对景观格局与区域生态安全等研究方向，对景观生态风险展开了有效探

索［５］。 评价对象一般以生态脆弱敏感区及人类高强度活动区为主，探讨湿地［６］、流域［７］、矿区［８］、城市群［９］等

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评价单元包括行政区［１０］、小流域［１１］、风险小区［１２］ 等，评价方法有景观格局指数法［１３］、
熵值法［１４］、暴露⁃响应法［１５］等。

为了加强区域风险管控与优化景观资源配置，需要对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进行模拟预测［１６］。 以往研

究中通常以通常以元胞自动机—马尔可夫模型（ＣＡ⁃Ｍａｒｋｏｖ）、小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及效应模型（ＣＬＵＥ⁃Ｓ）和
未来土地利用模拟模型（ＦＬＵＳ） 等模拟未来土地利用。 早期研究中，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最为常见，借助 Ｍａｒｋｏｖ
分析土地利用栅格单元的初始状态、领域影响及转化规则模拟用地空间布局，但由于驱动因素影响不明确，模
型模拟精度不足［１７］。 此后，Ｖｅｒｂｕｒｇ 提出了基于逻辑回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算法的 ＣＬＵＥ⁃Ｓ 模型，，分析了驱

动因素与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影响关系，有效提升模型预测精确度［１８］。 但由于 ＣＬＵＥ⁃Ｓ 模型缺少对不同地

类间竞争关系和与相互影响的考虑，Ｌｉｕ 等提出 ＦＬＵＳ 模型通过引入“自上而下”理念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完善

其与 ＣＡ 模型的相互反馈与相互作用，提高模型准确度［１９］。 Ｌｉａｎｇ 等指出 ＣＬＵＥ⁃Ｓ 与 ＦＬＵＳ 模型未能准确用特

定公式将土地利用变化与驱动因子的相互关系表达出来，因此提出了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 ＰＬＵＳ 模型［２０］。
斑块生成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ＰＬＵＳ）结合了土地扩张分析策略（ＬＥＡＳ）和基于多类型随机斑块种子的 ＣＡ
模型（ＣＡＲＳ）。 相比于其他模型，ＰＬＵＳ 模型能更好地利用随机森林算法表达驱动因素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相

互关系，在发展概率的约束下自动模拟斑块生成，尤其是水域等自然景观用地类型的斑块级变化［２１］。
生态安全格局是以景观格局与过程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在诸多生态要素的干扰下，判定出需要进行生态

保护、提高生物多样性、增益景观功能作用的区域，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及区

域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２２］。 自俞孔坚等认为景观存在潜在的空间格局［２３］、马克明等提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的概念［２４］、黎晓亚等提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原则与方法后［２５］，我国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从单一物种保

护目标向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等多样目标发展，研究尺度趋向多元化，同时对生态安全格局的识别及构

建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２６］；近年来，生态安全格局已形成“源地⁃廊道⁃节点”的研究范式［２７］，并发展了以

电路模型、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为主的研究方法［２８］。 电路模型尽管能够通过电流密度描述生物多路径扩散的

概率，但却缺少对物种在长期迁移下选择最佳迁移路径的分析［２６］。 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则较完善地体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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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格局变化与生态过程演化的交互作用，从而选择基于阻力面的最优路径［２６］。 同时，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对

象也不断丰富，一般以流域单元［２９］、城市市域［３０］、经济快速发展地区［３１］为主。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已有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有以下三方面问题需要进一步

探究：一是对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研究不足，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要区域，亟需针对自然保护区开展景观生态风险和生态安全格局相关研究，以对生态功能用地开展保护措施。
二是大多数研究从生态敏感性出发构建生态安全格局，而将景观生态风险与生态安全格局耦合的研究较少。
三是在景观生态风险的研究中，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发展模式及人类活动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的研究并不

多，ＰＬＵＳ 模型是近年来提出的预测自然用地发展的优势模型，与其他模型相比预测准确性更高。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典型综合性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高，具有很高的自

然保护价值，对维持区域生态环境稳定十分重要，同时，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生态脆弱区，近年来

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等各方面的干扰，土地利用动态格局发生较大变化［３２］。 基于此，研究选取赛罕乌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基于景观格局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结合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生

态安全格局，并采用 ＰＬＵＳ 模型对未来景观生态风险进行预测，提出保护策略与风险管控措施。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北部（４３°５９′—４４°２７′Ｎ，１１８°１８′—
１１８°５５′Ｅ，图 １），东接赤峰市巴林左旗，西与赤峰市林西县相连，南与巴林右旗岗根苏木相接，北依内蒙古锡

林郭勒盟，总面积 １００４．６２ｋｍ２。 隶属大兴安岭山脉南端阿尔山支脉中山山地，山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平均海拔

高度在 １０００ｍ 以上。 该区属中温带半湿润温寒气候区，地表淡水资源丰富，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形成了特有的的植物群落，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保护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物种多样以及西部辽河源头

的重要水源涵养地为主的山地综合自然保护区［３３］，与此同时，各种生物间、生物与自然环境间相互依赖的紧密性

与敏感性使其生态系统相对脆弱［３４］。 从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上看，研究区包含了 ３ 个核心保护区、３ 个一般控

制区（图 ２），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少量牧业、林副产业、旅游业和一般控制区的商品林经营［３５］。

图 １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ｉｈａｎｗｕ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研究区边界来自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来源于全球 ３０ｍ 地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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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

Ｆｉｇ．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ｉｈａｎｗｕ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数据集，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ｍ。 根据《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 ／ Ｔ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并结合研究区土

地利用特点，将研究区土地利用分为草地、耕地、林地、
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地等 ６ 种类型。 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数据（３０ｍ×３０ｍ）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 归一化

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指数来自 ＭＯＤＩＳ 产品数据，空间和时

间分辨率分别为 ２５０ｍ 和 １６ 天，选取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至 ９
月的遥感影像。 道路数据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

服务系统。 河流等水系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
２．２　 数据分析

２．２．１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体系构建

根据区域异质性划分 ２ｋｍ×２ｋｍ 风险小区，共分为

３３１ 个研究区，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ｓｔ ４．２ 逐一计算各风险小区

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以此作为各小区中心点的景观生

态风险值，再利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方法得到研究区景观生

态风险空间分布情况。 基于自然保护区的景观类型，选取景观损失度、干扰度、脆弱度构建景观生态风险

指数。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计算公式为［３６］：

ＥＲＩｋ ＝ ∑
ｎ

ｉ ＝ １

Ａｋｉ

Ａｋ

× Ｒ ｉ （１）

式中， ＥＲＩｋ 是第 ｋ 个风险小区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Ａｋｉ 是第 ｋ 个风险小区里第 ｉ 类景观的面积； Ａｋ 是第 ｋ 个

风险小区的总面积； Ｒ ｉ 是第 ｉ 类景观的生态损失指数。

Ｒ ｉ ＝ Ｅ ｉ × Ｖｉ
［３６］ 　 　 　 （２）

Ｅ ｉ ＝ ａＣ ｉ ＋ ｂＮｉ ＋ ｃＦ ｉ （３）
式中， Ｒ ｉ 是第 ｉ类景观的生态损失指数， Ｅ ｉ 是 ｉ类景观的干扰指数， Ｖｉ 是脆弱度指数，借鉴相关研究，对各类景

观类型的脆弱度赋值如下：建设用地为 １，林地为 ２，草地为 ３，耕地为 ４，湿地和水域为 ５，未利用地为 ６［３７］。 对

赋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种景观类型的脆弱度分别为 ０．０２２７、０．０４５４、０．０６８２、０．０９０９、０．１１３６［３８］。 Ｅ ｉ 是景

观干扰指数， Ｃ ｉ 是景观破碎度， Ｎｉ 是景观分离度， Ｆ ｉ 是景观分维数， ａ 、 ｂ 、 ｃ 分别为破碎度、分离度和分维数

的权重（ ａ ＋ ｂ ＋ ｃ ＝ １），根据相关研究，结合研究区的实际状况，分别赋值为 ０．５、０．３ 和 ０．２［３９］。
２．２．２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ＣＲ）模型

ＭＣＲ 模型是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常用方法。 该模型基于 ＫＮＡＡＰＥＮ 等［４０］建立的费用距离，其原理是生

物物种、物质能量在景观组分与要素不同的空间中迁徙时，所需克服的景观阻力不同，景观功能越完善，阻力

越小［８］。 该模型计算这一生态过程所需克服的阻力，反映生物迁徙跨越不同景观基面的运动趋势。 公式

如下［８］：

ＭＣＲ ＝ ｆ × ｍｉｎ∑
ｉ ＝ ｍ

ｊ ＝ ｎ
（Ｄｉｊ × Ｒ ｉ） （４）

式中， ＭＣＲ是从源 ｊ扩散到空间某点的最小累积阻力； ｆ是反映ＭＣＲ与变量（ Ｄｉｊ × Ｒ ｉ ）之间正比关系的函数；
Ｄｉｊ 是目标单元从源 ｊ 扩散到空间某点穿过景观 ｉ 的距离； Ｒ ｉ 是景观表面对景观流向某个方向扩散的阻力。

研究基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并结合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状况，从景观生态、地形地

貌、距离因子 ３ 个方面，分别选取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植被覆盖度、高程、坡度、与道路距离、与水系距离等 ６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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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因子。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４１］，结合研究区情况，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子权重。 各因子阻力值及权重

见表 １。

表 １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阻力因子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Ｓａｉｈａｎｗｕ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类型
Ｔｙｐｅｓ

阻力因子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等级 ／ 阻力值
Ｇｒａｄｅ ／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景观生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低风险 ／ １；较低风险 ／ ２；中风险 ／ ３；较高风险 ／ ４；高风
险 ／ ５ ０．２３１３

植被覆盖度
（０．４—０．５］ ／ １；（０．３—０．４］ ／ ２；（０．２—０．３］ ／ ３；（ ０． １—
０．２］ ／ ４；（０—０．１］ ／ ５ ０．１４１１

地形坡度
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ｌｏｐｅ 高程 ／ ｍ （８００—１０００］ ／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２；（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 ３；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 ４；（１６００—＋∞ ］ ／ ５ ０．１９０１

坡度 ／ （ °） （ ０—５］ ／ １； （ ５—１０］ ／ ２； （ １０—１５］ ／ ３； （ １５—２５］ ／ ４；
（２５—５１．７０］ ／ ５ ０．１７１３

距离因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与道路距离 ／ ｍ （３２００—＋∞ ］ ／ １；（２４００—３２００］ ／ ２；（１６００—２４００］ ／ ３；

（８００—１６００］ ／ ４；（０—８００］ ／ ５ ０．１３０７

与水域距离 ／ ｍ （３２００—＋∞ ］ ／ １；（２４００—３２００］ ／ ２；（１６００—２４００］ ／ ３；
（８００—１６００］ ／ ４；（０—８００］ ／ ５ ０．１３５５

２．２．３　 ＰＬＵＳ 模型

ＰＬＵＳ 模型基于现有的 ＣＡ 规则，提出了一种新的转化策略，通过提取两期土地利用变化间各类用地扩张

的部分，从增加部分中采样，采用随机森林算法逐一对各类土地利用扩张和驱动力的因素进行挖掘，从而获取

各类用地的发展概率及驱动因素对该时段各类用地扩张的贡献［４２—４３］。 ＰＬＵＳ 模型深入探讨了引起土地利用

发生变化的驱动因素，尤其是水域、草地等自然景观的用地类型的斑块级变化［４４］。 ＣＬＵＥ⁃Ｓ 模型对于小尺度

城市区域以及 ＦＬＵＳ 模型对城市用地得适用性更高，对于自然景观用地模拟则略有缺陷，ＰＬＵＳ 模型突破了

ＣＬＵＥ⁃Ｓ 模型与 ＦＬＵＳ 模型的局限性，可以更好地对自然景观类型用地则挖掘转化规则与模拟景观动态。 研

究选用 ＰＬＵＳ 模型对于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土地利用发展及景观生态风险进行模拟预测。
研究首先根据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获取性，从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可

达性 ３ 个方面选取年均降水、年均气温、高程、坡度、公里网格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人口密度、距道路距离、
距城镇距离、距水系距离等 ８ 个影响因子，栅格化后统一成与土地利用数据相同的投影坐标系及空间分辨率。
其次，采用用地扩张分析策略（ＬＥＡＳ）挖掘转化规则，得到 ６ 类用地发展概率。 最后，利用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对未来

土地利用类型进行需求预测，得到各用地的目标像元数，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确定转移成本矩阵（表 ２），
并设置领域权重参数与随机斑块种子的概率。 其中，领域权重参数代表该地类向其他地类扩张的强度［４５］，将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邻域权重参数设定为 １、０．５７、０、０．５６、０．６３、０．５５；随机斑块种子生

成的概率代表各地类产生新斑块的难易程度［４６］，设定为 ０．０１。 结合各类用地的目标像元数、转移成本矩阵、
随机斑块种子生成的概率及邻域权重等相关参数，基于多类随机斑块种子的 ＣＡ 模型对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

进行模拟预测。 选择 Ｋａｐｐａ 系数和 ＦＯＭ 系数进行模拟结果的精度评估，其中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７９，ＦＯＭ 系数

为 ０．９１，表示模拟结果一致性较高，精度较高。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分析

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区域景观生态风险分为五级，即低风险［０．０２５—００５９）、较低风险［０．０５９—０．０７５）、中
风险［０．０７５—０．０９５）、较高风险［０．０９５—０．１１９）、高风险［０．１１９—０．１５５），得到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景观生态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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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土地利用转换成本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ｍａｔｒｉｘ

类型
Ｔｙｐｅｓ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体
Ｗａｔｅｒ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未利用地
Ｕ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 ｌａｎｄ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水体 Ｗａｔｅｒ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建设用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未利用地 Ｕ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用地类型发生转换 ０：用地类型没有发生转换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ｉｈａｎｗｕ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整体而言，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呈现北低南高，较低及低风险区占总体面积的 ７０％以上，
主要分布于北部。 较低景观生态风险区分布面积最大，南部景观生态风险高于北部。 中风险、较高风险及高

风险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的南部地区，此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耕地及未利用地，在功能分区中属于一

般控制区。 较低风险及低风险区主要为草地、林地区域。 从时空变化上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赛罕乌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
３．１．１　 景观生态风险时间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降低，这一阶段耕地减少，林地增加，水域增加。 低风险区及较低风

险区面积增加 ５２．２８ｋｍ２，中风险区面积减少 ５８．９９ｋｍ２，较高风险区及高风险区面积增加 ５．２５ｋｍ２。 这是由于

２００７ 年赤峰市政府展开“生态立旗”生态保护战略措施，对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点保护区实施退

耕还林及生态建设，研究区内林草生态系统得到保护，景观结构稳定，区域内过渡地带生态稳定性加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升高，各风险区变化较大，低风险及较低风险区面积减少 ４７．８５ｋｍ２，

中风险区增加 ２０．３９ｋｍ２，较高风险区及高风险区增加 ２８．１３ｋｍ２，这一阶段耕地面积增加，草地减少，耕地的扩

张导致周围景观破碎化程度较高，景观动态变化较大，导致景观风险程度进一步升高。 虽然保护区制定了较

完善的政策，但政府短期行为严重，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与决心，生态保护工作不够到位，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几乎未出台新的保护政策。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较高风险区域及高风险区面积呈扩张趋势，面积共增加 ３３．３８ｋｍ２，主要分布域保护区南

部的一般控制区，说明此区域人为干扰程度增加，建议该区域应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低风险区及较低风险区

面积增加 ５．０２ｋｍ２，中风险区面积减少 ３８．６１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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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演变

基于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景观生态风险的南高北低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研究区域内景观生态风险

的分布转移，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部分以耕地、林地、草地为主的中风险区转为较低风险区，景观破碎度程度降低，
抗干扰能力增强。 高风险区从未利用地向耕地扩张，说明耕地破碎化程度增加，加上人类干扰程度较高，景观

稳定性较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部分低风险区转为较低风险区，中风险区向高风险区扩散，风险增加，主要由于

景观分散度及破碎度较高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剧。
３．２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３．２．１　 生态源地识别

生态源地指生态稳定且具有延展性的现存乡土物种栖息地［４７］。 由于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森林

为重要保护资源［４８］，研究对景观生态风险较低的区域进行筛选，同时考虑斑块的完整度与景观连通性，采取

直接识别的方法选取景观结构较为稳定的大面积林地以及所有水域作为生态源地（图 ４）。 选取研究区内斑

块面积大于 ０．５ｋｍ２的林地和所有水域，共提取 ５６ 个生态源地，面积为 １１０．５０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１０．３５％。
３．２．２　 构建生态阻力面

生态阻力指生物在不同重要生境斑块为“源”的源地之间迁徙需要克服的阻力值，阻力值越大，说明生物

向外迁移和流动过程需要克服阻力越大。 通过构建阻力面分析生态阻力的空间分布，选取物质能量在生态源

地进行流通时阻力较低的路径。 一般来说，生态适宜性越高，阻力值越小［４９］。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６ 中将每类单因子根据阻力值生成阻力栅格图像，利用栅格计算器对各类单因子进行加权

叠加得到综合阻力面（图 ４）。
３．２．３　 识别生态廊道及生态节点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６ 的 Ｃｏｓ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工具对生态阻力面进行空间计算，得到最小累积阻力值（图 ４），利用

Ｌｉｎｋａｇｅ－ｍａｐｐｅｒ 工具，结合生态源地与最小累积阻力值确定生态廊道。 利用对 ＤＥＭ 数据进行水文分析以得

到水系的方法来确定最高阻力值分布的“脊线”，将其与得到的生态廊道进行相交，得到的最低与最高阻力路

径的交汇点，即为生态节点（图 ４） ［５０］。

图 ４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阻力面、最小累积阻力与生态节点、生态廊道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ｉｎ

Ｓａｉｈａｎｗｕ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最终得到 １４４ 条生态廊道，４９ 个生态节点。 生态廊道总长 ５０１．９２ｋｍ，最长可达 １９．６５ｋｍ，最短仅 ０．４ｋｍ。
从整体空间分布上看，廊道对生态功能区及生态源地进行有效的网络覆盖，有益于生态流动，部分区域由于源

地分散且附近阻力值较高，需要更多的廊道分担生物扩散的压力，需要构建较为密集的廊道。 对生态廊道进

行划分，大于 ２ 个节点的为关键廊道，其余为辅助廊道，得到 ７ 条关键廊道。 关键廊道总长为 ９６．５６ｋｍ，占总

长的 ９．０５％，在空间分布上体现为“三横四纵”的空间布局，南北向廊道四条，主要连接“王坟沟核心保护区⁃一
般控制区⁃乌兰坝核心保护区”，“正沟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乌兰坝核心保护区”，“正沟核心保护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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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区”；东西向廊道 ３ 条，主要连接“王坟沟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正沟核心保护区”，以及乌兰坝核心保

护区区域内部的景观连通。 连接“王坟沟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正沟核心保护区”的廊道景观生态风险指

数较高，需要加强此处廊道的建设与保护，以保证王坟沟核心保护区与正沟核心保护区的通道连接，为生物迁

徙与能量流动提高保障。 辅助廊道共 １３７ 条，分布广且密集，与关键廊道共同形成保障生物迁徙的网络通道。
从空间分布上看，生态节点分布范围广且分布较为均匀。 生态节点是生物迁徙与非生物过程的关键节

点，提取关键节点发挥“踏脚石”的重要生态功能有利于加强区域生态安全。
３．２．４　 划分生态分区

为了对研究区内不同生态安全区提出差别化管控策略，基于阻力值大小以及综合考虑生态源地、生态廊

道的重要生态地位，根据自然断点法将研究区划分为合理利用区［１． ３３１—２．４１７）、生态过渡区［２． ４１７—
２．８９４）、生态保育区［２．８９４—４．１５７），并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图 ５）。

图 ５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分区、生态安全格局

Ｆｉｇ．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ｚ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ａｉｈａｎ Ｗｕ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生态保育区面积 ２８７．２０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２６．９％，分布较为分散，生态安全水平较低，是受到外界干

扰较高的区域。 土地利用类型多为林地、草地，该区生态安全水平较低，需强化该区的景观整体性，加强生态

系统保护力度，打造生态循环保护区域。 此区因为海拔较高，因此生态阻力值较高，为促进生物迁徙，在合理

范围内通过人工补植、挑选一些优势树种进行搭配种植，显著提升保护区中森林植被的生物多样性，从而维护

及提高林草生态系统的稳定性［５１］。 自然保护区在开展人工补植工作时，应严格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选择保

护区内优势树种白杄云杉林、白桦林、黑桦林、色木槭林、青杨林、华北落叶松林、兴安落叶松林、蒙古栎林等种

植，充分利用乡土树种具有环境适应能力强的特点，可以有效提升人工补植的成活率，有利于开展森林资源管

理工作［５２］。

生态过渡区面积 ４６４．３７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４３．４９％，面积占比较大，区域内生态安全水平介于生态保

育区与生态重建区之间，作为过渡性空间，具有平衡区域生态的功能作用。 土地利用类型多为林地、草地，同
时研究区内大部分耕地、未利用地及建设用地位于该区，在该区的耕地及未利用区域可以适当发展生态农业，
注意自然生态系统与耕地间的过渡型特征，完善区域衔接的保护机制，增强区域之间的联系，维护过渡区的生

态稳定功能。
合理利用区面积 ３１６．２０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２９．６１％，分布较为分散，区域内生态安全水平较高，生态

系统稳定性较高，主要分布在乌兰坝核心保护区、王坟沟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的东南区域，土地利用类型

多为林地、草地。 林草系统是保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基础，对该区域应该加大保护力度，深入开展科研监

测，保持区内自然资源的完整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高区域内生态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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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景观生态风险模拟预测

研究利用 ＰＬＵＳ 模型对保护区进行景观生态风险模拟预测，以应对未来风险防控并优化现有格局。 基于

ＰＬＵＳ 模型，选取驱动因子，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土地利用数据进行适宜性概率计算、自适应惯性系数计算获取用

地发展概率，从而挖掘转化规则；并在转化规则下，根据随机斑块生成参数设定、过渡矩阵及最终用地发展概

率计算确定各类用地空间发展预测，从而得到 ２０３０、２０４０、２０５０ 土地利用空间分布。 基于 ２０３０、２０４０、２０５０ 年

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６ 与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通过景观生态风险模型得到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三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６）。

图 ６　 ２０３０、２０４０、２０５０ 年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模拟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Ｓａｉｈａｎｗｕ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ｉｎ ２０３０， ２０４０ ａｎｄ ２０５０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６ 对其进行分析，得到各风险区面积及占比（表 ４）。

表 ４　 ２０３０、２０４０、２０５０ 年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区面积比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ｚｏｎｅ ｏｆ Ｓａｉｈａｎｗｕ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２０３０， ２０４０ ａｎｄ ２０５０

等级
Ｌｅｖｅｌｓ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４０ 年 ２０５０ 年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低风险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ｉｓｋ １１２．８５ １０．５７ １３１．７７ １２．３５ １４７．７７ １３．８５

较低风险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６３２．４４ ５９．２５ ６３４．０７ ５９．４２ ６３７．２５ ５９．７２

中风险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 ２２８．０５ ２１．３７ ２０４．３４ １９．１５ ２００．６７ １８．８０

较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６９．３９ ６．５０ ６７．７３ ６．３５ ６０．４７ ５．６７

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 ２４．５９ ２．３０ ２９．２４ ２．７４ ２０．９８ １．９７

整体上来说，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３０、２０４０、２０５０ 年 ３ 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与 ２０２０ 年相

似，仍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较低及低风险区主要分布于北部，中风险、较高风险及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

研究区的南部地区。 较低风险区仍占比最大，占总研究区面积的 ５０％以上，其次是中风险区、低风险区、较高

风险及高风险区。 从时空演变上看，２０２０—２０５０ 年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呈下降趋势。
低风险区面积增加 ３４．９２ｋｍ２，较低风险面积增加 ４．８１ｋｍ２，中风险区面积减少 ２７．３８ｋｍ２，较高风险区面积减少

８．９２ｋｍ２，高风险区面积减少 ３．６１ｋｍ２。

４　 讨论

４．１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及原因

（１）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呈现北低南高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低及低风

险区占总体面积的 ７０％以上，主要分布于北部，并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分布格局。 从时空差异变化上来

９８９９　 ２３ 期 　 　 　 邹珮雯　 等：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及景观生态风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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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 总体上看，较高风险

区域及高风险区面积呈扩张趋势，低风险区及较低风险区面积变化不大。
２００７ 年赤峰市政府制定“生态立旗”生态保护战略，对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点保护区实施退

耕还林及生态建设［５３］，研究区林草生态系统得到保护，景观结构稳定，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景观生态风险降低。 但

由于保护区地处森林、草原的过渡地带，属于生态脆弱带，物种间及物种与生态环境间的依存关系十分紧密且

敏感。 由于林区人口增加，木材、薪材及其他林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人类活动如乱砍滥伐等给保护区带来了

巨大的威胁，一旦对其造成危害，由于山陡且土层薄，地表遭到破坏，植被恢复缓慢，保护区内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会受到破坏。 保护区虽制定了较完善的政策制度，但政府短期行为严重，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与决心，
２０１１ 年后几乎未出台新的保护政策。 同时，保护区在前期规划了生态旅游及区域合理利用两个工程项目，但
由于缺少稳定的资金输入，仅依靠保护区自筹资金项目难以顺利开展。 在保护区规划中，生态旅游开发能提

高保护区自养能力，应发展多种资金筹集渠道保证项目顺利启动。 此外，由于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发展滞后

（２０２１ 年赤峰市人均 ＧＤＰ 为 ４８９３７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３３０００ 元），农牧民收入来源主要为经济作物，对区

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以上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升高。 保护区需要在保

护资源的前提下，吸引并加大资金投入，增强保护区自身造血功能，引导社区群众共同参与保护区规划建设，
提高社区农牧民收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３４］。
４．２　 耦合景观生态风险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及生态安全保护策略

研究将景观生态风险纳入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过程中，根据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最终提取赛罕乌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点”⁃５６ 处生态源地、４９ 个生态节点，“轴”⁃１４４ 条生态廊道，“面”⁃生态保育区、生
态过渡区、合理利用区等 ３ 个生态分区，从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安全格局。
其中，共得到 ７ 条关键廊道。 关键廊道总长为 ９６．５６ｋｍ，占总长的 ９．０５％，在空间分布上体现为“三横四纵”的
空间布局。 生态节点则分布范围广且分布较为均匀。 生态保育区和高风险区较一致，体现了将景观生态风险

数据纳入评价体系得准确性的提高。 未来，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中，尝试将新数据的引入对于生态安全

格局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格局（图 ５），在现有格局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安全保护策略。
（１）加强生态源地保护，提高生态源地量级。 生态源地作为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对维持区域内生态安

全及生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斑块面积越大，所能服务的生物越多，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越频繁，斑
块内生态系统越稳定，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性。 通过提高生态源地数量与质量，提升生态源地量级，
以保持和加强生态源地景观完整性与连通性［５４］。 因此，应全面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对生态林地进行修复与保

护。 研究区内生态源地分布较集中，部分区域虽有连接的生态廊道，但距离较远缺少源地进行连通，可在王玟

沟核心保护区及乌兰坝核心保护区间设立踏脚石，增强流通性，有助于物种迁徙。
（２）重视生态廊道建设，优化廊道等级体系。 生态廊道是源地间物质交能量交换流动以及生物迁徙的重

要通道。 加强“王坟沟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乌兰坝核心保护区”生态廊道的连通性，基于物质交换与生物

迁徙的扩展性，增设适宜的生境廊道，保护北部山地生态屏障的重要地理位置。 不同生态廊道的连通性有所

差异，生态节点数量多、跨区域、长距离的生态廊道的生态服务价值更为关键，对生态廊道体系进行更为完善

的制定有助于合理规划廊道的空间配置，从而有利于流动的高效性，实现生态资源的最优化流通与使用。 对

黑鹤、金雕、大鸨、白琵鹭等珍稀物种的迁徙路径应进行科学监测，确保生物迁徙的可达性［５５］。
（３）修复与优化生态节点。 生态节点是生物流动的重要载体，能够维持生态连接，有利于维护景观的连

接性。 生态节点的生态环境一般比较脆弱，是最小阻力廊道中阻力值最高的地方。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生态节点较多，尤其是乌兰坝核心保护区内海拔较高，生态阻力较高，节点多，节点修复与优化工作比较困

难且周期较长，应进行科学的动态监管与生态修复，可以有效提升区域生态安全水平，保障生态空间结构的可

持续发展。

０９９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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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织补生态空间网络。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网络中存在部分斑块分布较零散、面积较小、
源地内部或是源地与其它源地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 通过合理的人工生态修复措施，例如选用保护区

优势树种白杄云杉林、白桦林、黑桦林、色木槭林、青杨林等，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进行林地补植。 同时科学进

行封山育林，尤其是对生态保育区，以确保林区中的林木能及时得到休养。 特别是幼龄林与人工林，通过封山

育林有利于促进其良好生长，并确保植被能快速更新。 通过恢复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生境，增补“踏脚石”，通
过减小生态系统物质流动的阻力成本和合理的资源配置，改善生态网络的空间结构，有利于发挥生态系统的

服务功能。
４．３　 基于景观生态风险模拟预测的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调控对策

２０２０—２０５０ 年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降低趋势。 保护区低风险区及较低风险

区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应在维护良好生态状况的基础上，维护治理生态空间，对以林地为主的低风

险区及较低风险区，改善林地结构，提高林地质量，加强林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中风险区波动较大，应加强

土地整合与治理，降低景观破碎度，增强连通性。 在土地整治时，针对耕地逐年增长的情况，应处理好耕地与

林草生态的关系，在增加林草覆被与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础下协调发展耕地，防止耕地扩张对林草生态系

统造成威胁。 高风险区及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未利用地及部分耕地区域，始终呈现下降趋势，对未利用地

与耕地边缘的破碎化林地、草地应进行生态保护与修复，同时加强未利用地的生态建设，综合整治与修复区域

内生态系统。

５　 总结

研究以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通过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分析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

分布及时空演变，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区域内景观生态风险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由于政策出台、资金不

足、政府短期行为严重等导致景观风险在期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趋势。 同时，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识别生态源地，构建最小累积阻力面，提取生态廊道及生态节点，划分生态分区，从点、线、面三个维度构建赛

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安全格局，从“加强生态源地保护，提高生态源地量级”“重视生态廊道建设，
优化廊道等级体系”“修复与优化生态节点”“织补生态空间网络”四个方面提出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策略。 此

外，利用 ＰＬＵＳ 模型，通过土地扩张分析策略（ＬＥＡＳ）的转化规则挖掘与多类随机斑块种子的 ＣＡ 模型，预测

２０３０—２０５０ 年区域内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对各区提出风险管控措施，以维护区域生态空间整合治理。 研究结

论可以为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风险预警、提升生态安全水平以及长期稳定发挥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作用提供决策依据及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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